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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和媒体形态的快速发展，以视觉为主的多模态表征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

的主要媒介，同时也逐步成为论辩话语研究的热点。当下对多模态论辩合法性的讨论的关键在于如何

确定非言语符号与命题之间的关系。皮尔斯成熟理论时期提出的申符理论所蕴含的广义命题观跳出了

传统论辩理论视角，有助于从符号角度论证多模态论辩的概念合法性。建构多模态符释命题的过程可

视作元论辩，其合理性受到三组符号关系的影响。为了进一步确保元论辩的合理性，可以在原有物理共

现基础上完善符号的主体间共现和不连续共现，并增加动态性准则和可废止准则，为进一步考察更高阶

论辩的合理性奠定基础，同时完善皮尔斯符号学在论辩研究中的适用性。

［关键词］ 多模态论辩；皮尔斯符号学；申符理论；合法性；论辩合理性

一、引  言

半个多世纪前，McLuhan 便在《理解媒介》［1］一书中宣告了图像时代的到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语

言符号不再是人类唯一的或最重要的认知与劝说手段。时至今日，日常交际更是融合了声音、图

像、色彩、文字等多种模态符号。大量视觉修辞学、阐释学与多模态研究证实，多模态表征能够给予

受众异于文字的体验，影响话语的劝说效果［2-5］。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起不少学者开始思考能否将

交际中的多模态要素视作论辩手段，而不仅是修辞与劝说技巧。例如 Groarke 首次提出了视觉论

证，全面讨论了逻辑、艺术与论辩概念，明确指出了三者之间存在的互补关系［6］。同年，Chryslee 等

从图像与修辞角度出发，指出了论辩理论在应对视觉要素时的短板［7］。90 年代的一系列研究不仅

在论辩理论界掀起了一股“视觉潮”，更是将研究热点引导到更丰富的多模态表征上来。但在过去

的 30 年里，该方向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论辩理论学者对其合法性展开了激烈争论，直到今天仍未

停止。

当前多模态交际研究较多采用社会符号学视角。Kress和 van Leeuwen 在索绪尔的符号观和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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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德的功能语法基础上兼收并蓄，提出多模态研究的社会符号学进路，侧重图像符号的再现、互动

和构图意义［8］。近年来 Serafis尝试将视觉语法分析引入论辩研究［9］，为微观层面上的视觉论辩符号

分析打下基础，但如何更好地实现视觉语法与论辩理论的结合仍需深入探讨。

皮尔斯是符号学领域中除索绪尔外的另一位重要学者，其理论体系较索绪尔于今日更有意

义［10-11］。不同于索绪尔的符号所指、能指二分法，皮尔斯将符号三分：（1）人们在交际中感知到的符

号部分被称为符形；（2）心灵中对符形的观念，也就是符号所激活的思想被称为符释；（3）符号所代

替的即为对象①。皮尔斯符号学在论辩研究方面具有先天优势：逻辑学是论辩研究的重要基础，而

在皮尔斯的符号理论中逻辑学与符号学关系密切，他认为符号学是对逻辑学的扩展，包括论辩在内

的逻辑研究只是符号学的一部分［12］4。比如，命题一直是皮尔斯关注的要点，无论在早期符号理论

还是后期成熟理论中都专门探讨了符号与命题的关系。早期理论中，符号分为像似符、指示符和规

约符三种类型。像似符与对象之间存在诸如外形、声音上的相似之处，指示符与对象之间存在相关

甚至因果关系，而规约符通常来自群体的使用习惯，命题正是规约符的子类型。1903 年后皮尔斯

的符号学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符号学的成熟理论，其中的申符理论系统探讨了命题符号的

构成与功能。但国内外关于皮尔斯符号学的研究仍侧重其早期提出的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三分

法，对成熟理论部分的关注明显不足［13-14］，甚至“都没能正确认识到申符理论对命题的重要价

值”［15］49。本研究认为，皮尔斯的申符理论恰恰可以切中多模态论辩的合法性争论中最核心的命题

问题，可以为进一步评价论辩的合理性甚至修辞的有效性提供新的思路。

二、命题：合法性争论的核心

在合法性争论中，Fleming［16］、Johnson ②和 Patterson［17］是最有影响力的反对者，他们认为多模态

要素是提升劝说效果的修辞手段，但不属于论辩理论的研究范畴。以最常见的视觉论辩为例，反对

意见可以归纳为三点：（1）图像传递的意义模糊，与论辩定义不符。自亚里士多德起论辩便被理所

当然地认为应是通过文字传递的，主流论辩理论也继承了这一基本出发点。O’Keefe在界定论辩时

强调，通过语言清晰表达是构成论辩的必要条件［18-19］。语用论辩学创始人 van Eemeren 早期也认为

要想清晰准确地表达己方观点，“论辩者不使用语言是不可能的”［20］3。所以无论是将论辩视作会话

还是独白式的论证链，论辩都是为转变受众信念所使用的语言手段［21］。图像虽然可以如罗兰·巴特

所说给观者带来视觉丰盈感，但图像的复杂性也时常使其表意的清晰度不如文字，甚至“就算是一

本厚厚的书也未必能说清楚一幅简单图像所包含的内容”［22］19。（2）图像缺乏清晰的推理结构。论辩

在形式上要有明确表达的断言和支持该断言的理由，自然语言交际中通常有较为明确的词汇标记、

句法或语篇结构，甚至使用“所以”“鉴于此”等论辩指示词，而这些在图像中通常都不存在，断言和

理由这种理性化的论辩形式更是无从谈起。（3）图像只是文字表达的辅助手段。论辩中的图像只是

文字表达的一层华丽外衣而已，受众对论辩的理解和评价有赖于文字内容。因此，图像只是辅助文

字传递交际意义的手段，虽然具备修辞价值，但不构成论辩的主体。

综观发现，这三个问题本质上都与论辩的组成形式相关。一般认为命题是论辩的基本组成单

位，其不同组合构成了论辩的内在结构［23］。因此，如果多模态要素可以传递命题意义，那便可以形

成清晰确切的命题，成为论辩的一部分，从根本上确定多模态论辩的合法性，进而为开展多模态论

辩研究奠定基础。本研究发现，皮尔斯申符理论蕴含的广义命题观可以从符号层面系统地将多模

①  也分别译作再现体、解释项和对象，参见［美］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②  Johnson R. H.， “Why ‘visual arguments’ aren’t arguments，” https：//scholar. uwindsor. ca/cgi/viewcontent. cgi？ article=

1532&context=ossaarchive， 2024-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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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表征与命题联系起来。

三、皮尔斯的广义命题观

命题是断定事物真值的句子［23］3，文字表述是构成句子的基础。皮尔斯的命题定义与之不同，

他没有仅从真值出发，而是选择了实用主义的功能视角，认为命题利用特殊的符号组合来反映思

维，传递了特定的逻辑功能并完成交际［24］216。这个观念已然超越时代，与一些现代逻辑学者不谋而

合（如黄华新等［25］22），都主张命题的本质应该是反映事物情况的思维形态。

皮尔斯的后期成熟理论在早期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三分法的基础上引入了符号的另外两种

三分法，其中根据符号和符释之间的关系划分了呈符、申符、论符三种符号性质类型（表 1）①。属于

第一性显象的呈符反映的是对象具备的性质，申符的符释在呈符基础上反映了该符形与符号对象

之间已然存在的关系，是具有命题性质的符号，也是构成表达论证的论符的基础［12］。

与现代逻辑学定义的命题由主项和谓项两部分构成类似，申符也由主项和谓项两部分符号构

成［26］。主项由指示符承担，从而与命题中谓项所指的对象形成联系。谓项由像似符承担，因为像似

符与对象之间存在诸如外形、声音上的相似之处，可以意指对象的属性与特征。所以可以认定“主

项是对命题对象的指称，而谓项是对该对象的属性或对象间关系的描写”［27］229。由此可见，命题本

质上是相互关联的指示符与像似符构成的符号结构。基于这种指示和像似结构，一个申符包含了

首要和次要两个对象：首要对象是主项指示符的对象，同时也是整个符号指称的对象，是当前命题

讨论的话题核心，谓项描写的正是首要对象的特征。次要对象本质是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指示关

系［27］310，反映在主项和谓项之间的关联上。

这就使得命题主项和谓项的符形可以不拘泥于文字表征，为多模态命题带来了可能。只要是

能传递指示或像似关系的符号，比如图像中的指示箭头、人物凝视时的眼神、浅景深照片中凸显的

关系和色彩等都可以参与形成命题，Stjernfelt 称之为广义命题观［27］。多模态申符的符释是该符号

在文字层面的反映，我们称之为多模态符释命题。以皮尔斯多次提及的路易十四（LOUIS XIV）肖

像画为例（图 1），油画可以被视作围绕画中人物、画家身份等的论辩，其中包含多种模态符号，如油

画画面、画框铭牌上隐约可见的 LOUIS XIV 和画家 H. RIGAUD 字样等。

从图 2 中的申符分析可以看出，主项指示符是图 1 画中人物，谓项像似符是对人物的描绘，包含

对面貌、衣着、配饰、生活场景等的描摹。申符的首要对象（即主项的对象）是路易十四，谓项和画中

人物之间形成说明关系，表明画中人具备路易十四的特征，构成申符的次要对象。此外，画框上的

铭牌更是利用图像与文字之间的指示关系，将“LOUIS XIV”与画作关联，给次要对象增加了更直接

的保障。上述主项、谓项及其之间的联系形成了多模态符释命题“路易十四就是画中人物”。诚然，

作为论辩的组成部分，该多模态符释命题的合理性还需要进一步检视。

①  表 1 中的三对关系与三种显象层级的具体内容，可参见［美］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成都）四

川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表 1　皮尔斯的符号三分理论

性质

第一性

第二性

第三性

符号与符形关系

呈现品格

质符

单符

型符

符号与对象关系

再现品格

像似符

指示符

规约符

符号与符释关系

解释品格

呈符

申符

论符

43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5 5 卷

四、多模态符释命题建构的合理性准则

因为非言语表达的申符没有传统的句法结构，符号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形成多模态符释命题

的推理过程中有诸多不确定性，更不用说如何探讨“非言语符号如何推动推理、如何在更广泛意义

上参与言语行为和所谓的图片行为”［15］52等更为复杂的话题，因此需要建构相应的合理性准则细致

审视这一过程。申符理论有助于将论证中的多模态要素转换为命题形式，从而使论辩研究者可以

立足传统论辩理论审视多模态论证。符号的解释者确定申符中主谓项以及相应的关联，推理形成

多模态符释命题的过程可以视作元论辩（meta-level argumentation）［28-29］，是更高阶的整体论辩的组

图 1 路易十四肖像与铭牌

衣着
光线
配饰
面貌
……

谓项像似符

1.1b

1.1a

1.1c

主项指示符

符形

符释

肖像画符号

次要对象首要对象

对象

图 2 路易十四肖像命题的申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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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对路易十四肖像画的分析便是一种元论辩，形成了更高阶论辩中的一个前提。“LOUIS 

XIV”元论辩的结构如下：

［高阶论辩……］

子立场：1. 路易十四就是画中人物。

因为：1. 1a. 路易十四对应主项指示符，画中人物的特征对应谓项像似符。

1. 1b. 谓项中的描述特征是对首要对象路易十四的恰当描述。

1. 1c. 次要对象中主项路易十四和谓项相关描述匹配适恰。

［……］

结合图 2 可以发现，形成多模态符释命题的元论辩的立场是“路易十四就是画中人物”。申符

分析提供了三条支持该立场的前提：前提 1.1a 来自观者对画面符号的观察，确定图中主项和谓项的

对象。前提 1.1b 构成了征兆型论证图式，除要求观察图像外，还要调用观者的相关背景知识，已然

超越图像信息本身。1.1c 则关注主项和谓项之间的关系是否在现实中成立。三个前提合作形成多

重论证，我们就此提出三个基本批判性讨论问题检视元论辩的合理性：

CQ1.1a主谓项问题：非言语表达的主项指示符和谓项像似符是否可能对应交际中的其他符号？

比如肖像画中可能同时出现的其他人物或特征？

CQ1.1b一致性问题：谓项对首要对象的描述是否得当？比如路易十四的着装、皇室纹章是否与

史实冲突，产生了描述不一致的问题？

CQ1.1c关联问题：是否存在其他可能使得次要对象内容中主项和谓项之间的关联适恰/不适恰？

肖像画的内容是不是对路易十四身份的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关联？

形成符释命题的元论辩要想经得起这三条批判性讨论问题的检视，就需要在建构符释命题过

程中遵循特定的准则。皮尔斯早就认识到主项和谓项共同出现在某一物理位置是构建二者之间联

系的保证，Stjernfelt 将这一判断标准称为共现准则［15］，一如铭文“LOUIS XIV”镌刻在画框上，与肖

像共现在同一幅画中。与之类似，Olteanu 在分析了电影《潜水艇》的多模态叙事时，也指出电影开

始时一名小男孩伴随旁白进入镜头，同时电影场景切换到一间卧室。画外旁白、人物和卧室同时出

现在一个镜头中，Olteanu 继而根据共现准则判断视频传递了命题意义：“这个房间是镜头里男孩

的”，“这个男孩就是说话人”［30］115-116。

但仅依赖符号在物理空间上的共现并不足以得到清晰确切的命题符释。前提 1.1a—c 表明该

元论辩不仅涉及图像中显化表达出的符号，还对环境有极强的依赖。皮尔斯强调言述宇宙

（universe of discourse）中的附加知识在符号解释中的重要性。言述宇宙指命题所在世界的子集，交

际各方在这个子集中可以找到认同的信念甚至真理。附加知识是在言述宇宙中“事前对符号所指

对象的了解”［15］70。考虑到附加知识中涉及的交际活动、参与者、话题等要素，本研究认为要想从多

模态元论辩中建构恰当的多模态符释命题，还需内涵更丰富的共现准则，同时关注论辩的动态性和

可废止性。

1. 扩展的共现准则。将“共现”的内涵局限于“在同一物理空间中同时出现”，忽视了交际参与

主体和言语事件发生的情境。在观者介入多模态论辩之前（如观看图像之前），参与交际的诸多语

境要素就已然存在。例如观者在卢浮宫看到油画之前，便可能已经具备对路易十四肖像的预期；在

看到路易十四的肖像之时会不自觉地调用许多不在场的知识，如路易十四的其他肖像画、历史记

载、其他画作中看到的 17 世纪欧洲贵族服饰、皇室纹章等。观者记忆中的知识是对现实对象的模

拟，思维中的图像知识与肖像画中的像似符交叉比较，形成不在同一时空中的主体间共现，进而与

主项路易十四产生关联。当下在短视频等流媒体话语中符号的共现还可以体现为在不同时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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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场景中不连续的关联。例如 Enfield 关注到公共符号在毫秒、秒尺度的上下文中出现的变化对语

言与交际的影响［31］。Zhang 和 Xu 更是探讨了短视频广告里开始时的白云、雪山、羊群等火车旅行

时看到的景观符号与视频结尾硕大的产品商标产生的关联［32］。虽然这些符号处于不同镜头，但视

频使用多模态隐喻将旅行中美景象征的愿景与产品功效绑定起来，同样可以在观者认知中建立

联系。

2.动态性准则。论辩互动中观者在和交际者、符号的互动中逐步协商产生符号的具体意义，而

不是从话语中简单地提取。因此，多模态论辩中原本看似不参与论辩的符号，可能动态变化为与论

辩相关的符号，这也是由于符号自身属性是动态变化的。皮尔斯的成熟理论一改以往静态的符号

三分法，将符号分为三种类型（见表 1），结合显象的三个层级提出了九种符号属性。第一性范畴是

基础，这一层级的符号具有不依赖他者、独立存在的某种品质。第二性范畴的符号依赖显象之间的

相互作用，存在于符号与对象的联系之中。第三性范畴的符号抽象层级最高，显象之间的关系由第

三方建立，无法自然地联系起来。然而，这个范畴的层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层级间存在持续

的变化与张力［33-34］。低层次的第一性符号可以直接、清晰地传递感觉与刺激，随交际的变化还可以

成为更高级的符号，因此符号的意义也经历多重变化，Scott 称之为符号的流动性［35］。符号的流动

性使论辩中原本看似与当前意见分歧无关的符号，随着言述宇宙等的变化成为与论辩相关的命题。

例如，如果观者缺乏对法国王室的了解，图 1 人物背景中蓝色绒毯上的百合花图案对他来说就只是

装饰性的单符（sinsign），甚至只是一种表达感觉的质符（qualisign）。而当观者在卢浮宫中频繁见到

类似的百合花出现在各种标志性场景时，其信念得到修正，即使不知道百合花的确切含义，也可以

确定它和王室相关，进而将画中人物与王室身份相联系，符号也流动成为申符性单符，成为命题。

此外，符号从表达情感、体验的第一性质符出发，向表示理性、推理的第三性流动的过程，反映出论

辩中的图像也是情感和论证的互动体，体现了多模态论证的独特性，这与 Kjeldsen 等的修辞论辩观

点［36］有异曲同工之处。

3. 可废止准则。从以上两条准则也可以发现申符的符释命题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具有对

话属性，观者不断修正信念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新符释对旧符释的攻击和替代，因此命题符释建构还

需要可废止机制。符号认知主体的背景、语境等对符号的理解有重要影响［37］，而且语境是部分社会

情境在交际者心理上的主观反映，具有极强的主体特征，即不同的交际者拥有不同的附加知识和言

述宇宙，他们对同一个多模态符号的观察、选择和加工会有很大差异。当观者自身言述宇宙中的信

念与多模态申符的首要对象无法匹配时，元论辩中便可能产生矛盾，解释者需要终止形成恰当的命

题，我们称之为可废止准则。结合拓展的共现准则和动态准则也可以发现，在理解符号的过程中，

即使观者尊重社会规范和共享知识，也会因为自身的特殊性在看待同一符号时形成若干不同符释，

因此命题与命题之间、命题与言述宇宙之间可能产生攻击关系，也会造成旧命题的废止和新命题的

出现。在 Olteanu 的分析［30］中也是如此，倘若镜头中的房间里有很多洋娃娃，抑或摆放了一些化妆

品，则会与一般观者对男孩子房间的期望相悖，非言语要素在此带来了更多冲突的解释。

扩展的共现准则、动态性准则和可废止准则可以确保多模态元论辩建构合理的符释命题，同时

它们也是检视已有元论辩的工具。这三条准则可以配合既有论辩理论，例如语用论辩理论的十条

批判性讨论准则，检视整个更高阶论辩的合理程度。

五、结  语

本研究梳理了论辩研究领域对多模态论辩合法性的讨论，提出当下合法性争论的关键在于如

何确定非言语符号与命题之间的关系，皮尔斯的申符理论在这一方面别具价值。因此，本研究从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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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理论视角论证了多模态符号参与构造命题的合法性，多模态要素形成的命题本质上是非言语表

征的主项指示符和谓项像似符构成的申符的符释。同时，我们认为建构多模态符释命题的过程是

一种元论辩，会受到主谓项之间的关联、谓项的描述特征和首要对象之间的支持关系、主谓项对次

要对象的支持关系三组关系的影响。为了进一步确保元论辩的合理性，我们拓展了皮尔斯的符号

共现准则，在原有物理共现基础上完善了符号的主体间共现和不连续共现，并增加了动态性准则和

可废止准则，为进一步考察更高阶论辩的合理性奠定基础。

承认多模态符释命题的指示和像似结构除了有助于确定多模态论辩的合法性外，还可以引导

关注论辩的修辞与有效性维度。第一性符号可以给予受众直接的、具身的感官体验，既是多模态论

辩的独特性之所在，也是探索论辩风格的必要基础。古典修辞学认为修辞格是对常规语言用法的

巧妙偏离，这种刻意的偏离促使交际双方不断进行协商以确定符号的意义，最终实现合作。这在符

号层面就反映为申符中三种关系的偏离，但如何更准确地理解这种偏离、如何形成特定的修辞与认

知手段仍需要细致探讨。同时，多模态论辩也尝试为皮尔斯成熟符号理论的新发展提供启示。

［参  考  文  献］

［ 1］ McLuhan M.， Understanding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2］ Messaris P.， Visual Persuasion： The Role of Images in Advertising， Thousand Oaks： Sage， 1997.

［ 3］ Roque G.， “Rhetoric， argumentation， and persuasion in a multimodal perspective，” in Tseronis A. & Forceville C. 

（eds.）， Multimodal Argumentation and Rhetoric in Media Genr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7， pp. 25-50.

［ 4］ 冯德正、张德禄、O’Halloran K.：《多模态语篇分析的进展与前沿》，《当代语言学》2014 年第 1 期，第 88-96 页。

［ 5］ 刘涛：《视觉修辞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

［ 6］ Groarke L.， “Logic， art and argument，” Informal Logic， Vol. 18 （1996）， pp. 105-129.

［ 7］ Chryslee G. J.， Foss S. K. & Ranney A. L.， “The construction of claims in visual argumentation，” Visu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Vol. 3， No. 2 （1996）， pp. 9-13.

［ 8］ Kress G. & van Leeuwen T.，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3r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 9］ Serafis D.， Authoritarianism on the Front Page： Multimodal Discourse and Argumentation in Times of Multiple Crises 

in Greec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23.

［10］ 赵毅衡：《回到皮尔斯——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论符号〉中译本代序》，见［美］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皮

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11 页。

［11］ 程乐、裴佳敏：《网络安全法律的符号学阐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 6期，第 125-139页。

［12］ ［美］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3］ Nöth W.， “The growth of signs，” Sign Systems Studies， Vol. 42， No. 2/3 （2014）， pp. 172-192.

［14］ 王铭玉：《中外符号学的发展历程》，《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 年第 6 期，第 1-16 页。

［15］ Stjernfelt F.， Natural Propositions： The Actuality of Peirce’s Doctrine of Dicisigns， Boston： Docent Press， 2014.

［16］ Fleming D.， “Can pictures be arguments？” Argumentation and Advocacy， Vol. 33， No. 1 （1996）， pp. 11-22.

［17］ Patterson S. W.， “A picture held us captive： the later Wittgenstein on visual argumentation，” Cogency， Vol. 2， No. 2 

（2010）， pp. 105-134.

［18］ O’Keefe D. J.， “Two concepts of argument，”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Forensic Association， Vol. 13， No. 3 （1977）， 

pp. 112-128.

［19］ O’Keefe D. J.， “The concepts of argument and arguing，” in Cox J. R. & Willard C. A. （eds.）， Advances in Argument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3-23.

47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5 5 卷

［20］ van Eemeren F. H. & Grootendorst R.， Speech Acts in Argumentative Discussions， Berlin： De Gruyter， 1984.

［21］ Perelman C. & Olbrechts-Tyteca L.， The New Rhetoric： 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9.

［22］ Barthes R.， Image， Music， Text， trans. by Heath S.， London： Fontana Press， 1977.

［23］ Copi I. M.， Cohen C. & Rodych V.， Introduction to Logic （15th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24］ ［美］李斯卡：《皮尔斯符号学导论》，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年。

［25］ 黄华新、徐慈华、张则幸：《逻辑学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26］ Peirce C.， The Essential Peirce， Volume 2：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1893-1913，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27］ Stjernfelt F.， “Peirce’s theories of generalized propositions，” in de Waal C.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arles 

S. Peirce （1st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 226-239.

［28］ Finocchiaro M. A.， Meta-argumentation， London： College Publications， 2013.

［29］ Blair J. A.， “Probative norms for multimodal visual arguments，” Argumentation， Vol. 29 （2015）， pp. 217-233.

［30］ Olteanu A.， “Multimodal propositions and metaphors in the movie submarine： an application of Peirce’s doctrine of 

dicisigns，” in Olteanu A.， Stables A. & Borţun D. （eds.）， Meanings & Co.：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of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and Multimodality， vol. 6， Cham： Springer， 2019， pp. 105-126.

［31］ Enfield N. J.， Relationship Thinking： Agency， Enchrony， and Human Soc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32］ Zhang C. & Xu C.， “Argument by multimodal metaphor as strategic maneuvering in TV commercials： a case 

study，” Argumentation， Vol. 32， No. 4 （2018）， pp. 501-517.

［33］ Short T. L.， Peirce’s Theory of Sig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4］ Bateman J. A.， “Peircean semiotics and multimodality： towards a new synthesis，” Multimodal Communication， 

Vol. 7， No. 1 （2018）， pp. 1-24.

［35］ Scott D.， “Indexical/iconic tensions： the semiotics of the postage stamp，” in Nöth W. （ed.）， Semiotics of the Media： 

State of the Art， Projects， and Perspectiv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7， pp. 191-201.

［36］ Kjeldsen J. E.， “The rhetoric of thick representation： how pictures render the importance and strength of an argument 

salient，” Argumentation， Vol. 29， No. 2 （2015）， pp. 197-215.

［37］ 徐慈华、黄华新：《符号学视域中的隐喻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2 年第 9 期，第 106-111 页。

Multimodal Argumentation: The Perspective of Peirce’s Dicisign Theory

Zhang Chuanrui1 Huang Lue2 Xu Cihu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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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edia, multimodal representations, 

such as images, colors, and sound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primary medium for human communication 

and then have emerged as a new focus in argumentation studies. While multimodal argumentation enlarges 

the research scope of traditional theory of argumentation study, its legitimacy remains a contentious 

issue: Can non-verbal representations constitute argumentation, and how should the reasonableness of 

such argumentation be evaluated?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rgues for the legitimacy of multimodal 

argumentation based on Peirce’s dicisign theory, grounded in its generalized view of propositions. It 

proposes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the reasonableness of multimodal argumentation. Through a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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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debates surrounding the legitimacy of multimodal argumentation,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es used in argumentation and propositions as the crux of the controversy. 

Peirce’s dicisign theory, which explores proposition from a semiotic perspective,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propositions must be verbal-expressed. It posits that the essence of a proposition 

lies in its capacity to signify and reflect reality and objects, rather than the modality through which it is 

represented. This view paves the way for the possibility of multimodal propositions. According to 

dicisign theory, the subject term refers to the object of a proposition, while the predicate-term depicts 

the attributes of the object or the relations between objects. Essentially, a proposition is a semiotic 

structure composed of interrelated indexical and iconic signs. Based on this index-icon structure, a 

dicisign contains two levels of objects: the primary object and the secondary object. The primary object 

refers to the entity indicated by the indexical sign in the subject term, serving as the central content of 

the dicisign and the topic under discussion. The predicate term describ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imary object. The secondary object, in essence, represents the index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gn 

and its referent, manifested 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term and the predicate-term.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modal interpretant propositions is fundamentally a meta-argumentation process, 

whose reasonableness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relevance and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predicate, as well as the alignment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on and reality. 

Accordingly, the study identifies three critical discussion questions for evaluating multimodal 

argumentation. Louis XIV’s portrait is used as an example that illustrates how to argue and critically 

examine the identity of the figure depicted in the painting.

In the context of constructing multimodal argumentation, Peirce’s principle of co-presence is 

insufficient to meet the needs of multimodal argumentation. Building on this, the paper proposes three 

related principles: the extended co-occurrence principle, the dynamism principle, and the defeasibility 

principle,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reasonableness of multimodal interpretant propositions within 

specific contexts. The extended co-occurrence principle integrates both physical spatial co-occurrence and 

intersubjective co-occurrence in the cognitive domain of arguers. The dynamism principle emphasizes the 

fluidity and changing nature of signs as phenomena. The defeasibility principle focuses on the dialogic 

nature of argumentation, emphasizing the subj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signs. The index-icon structure of 

multimodal interpretant propositions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establishing the legitimacy of multimodal 

argumentation but also directs attention to rhetorical and effectiveness dimensions of argumentation. 

Moreover, it lays a foundation for future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gumentation 

style, argumentation, and aesthetics.

Key words: multimodal argumentation; Peircean semiotics; dicisign theory; legitimacy; 

argumentative reasonabl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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